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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地理单元和支撑平台，是旅游业众多关键发展要素的集聚

地，其高密度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消费集聚迫切需要高效的快速交通设施作为支撑。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综

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双变量 LISA 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 2000—2017 年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

生产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验证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优

势度与旅游生产率的双变量 LISA 集聚总体呈增强态势，二者互具空间依赖性。(2)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

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快速交通优势度每提升 1%，将分别促进本地和周边城市旅游生产率增长 0.2193%和

0.1182%；分区域影响边际效应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级差化递减特征。(3)快速交通系统通过集聚扩散、调整

重构、传导配置与整合优化等方式，加速城市（区域）间旅游要素集合的流动与交换，城市旅游生产率通过“反哺

效应”促进快速交通系统结构优化及服务能级提升。文章提供了关于快速交通与旅游生产率关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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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与交通系统具有空间重叠性与耦合性，交通设施的技术性变革不仅是旅游地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城市旅

游竞争力提升的重要砝码[1]。Leiper的“哑铃”型旅游系统模型主要包括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三部分[2]，其中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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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通道是驱动城市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亦是推动区域旅游经济格局演化的关键动力[3]。快速交通运输具有服务性强、影响

力大、覆盖面广的产业属性，快速交通的旅游驱动机制能够对旅游要素流持续地产生时空压缩和同城效应，同时城市旅游发展对

交通要素具有高度依赖性和行业交叉性，在优质旅游发展大背景下，探索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空间关系，以及快速交通

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及驱动机理，对实现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系统建设与城市旅游生产率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鉴于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旅游发展存在着天然的产业耦合性和空间重叠性，学界基于不同视角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

讨，主要涉及到快速交通对游客旅行时间的压缩及空间收敛效应[4,5]、交通影响旅游需求及旅游行为方式[6,7,8]、交通影响目的地旅

游空间结构演变[9,10,11]、交通加速旅游规模总量增长[12,13]等方面。近年来，随着交通网络化演进与技术性变革，以及区域旅游集约

化、优质化发展，交通设施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开始受到学界关注
[12,14]

。同时，由于交通基础设施的跨区域连通性与空间连续性，

其对地理要素的空间溢出效应开始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15,16]。综上，①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探究了交通系统对旅游的影

响效应，丰富了交通与旅游二者关系的研究内涵与方法体系。但整体而论，既往研究更多关注交通与旅游经济、旅游客流等规模

层面的紧密联系，鲜有文献涉及交通系统对旅游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旅游生产效率是衡量区域旅游服务质量和产业运营效率

的关键指标，区域均衡发展在关注交通系统对旅游规模增长的同时，更应关注交通对旅游发展“质”的贡献效应。②以往研究较

多关注单一交通方式对旅游发展的影响，鲜有文献考量综合性快速交通优势度对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机理。高铁与其他快

速交通方式组成的综合快速交通系统，对区域旅游交通格局和旅游要素空间重构所产生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服务功能完善势必给旅游要素空间组织配置、流动传导带来显著影响。长江经济带及各区域快速交通

设施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如何？快速交通是否对城市旅游生产率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这些问题的科学考量或深入

探索，对统筹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建设与城市旅游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交通

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构筑以高铁、航空为主体的大容量、高效率区际快速客运服务，提升主要通道旅客运输能力”，这

更加强调了快速交通对区域旅游转型与提质增效发展的重要助推作用。鉴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 130个地理单元为研究样本，

综合采用主成分分析、双变量 LISA 模型和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在验证 2000—2017 年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优势度与城市旅游生

产率空间关联模式基础上，探究快速交通优势度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理。一方面，丰富快速交通系统对城

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体系；另一方面，为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系统结构优化与城市旅游优质化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21°08'N～35°07'N,97°22'E～123°25'E）包括上游（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中游（湖北省、

湖南省、江西省）和下游（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三大区域 11个省市，共计 130个研究单元 1，横跨我国地形三大

阶梯，拥有东、中、西部旅游业较为发达的省市，是高品位自然和文化旅游资源集聚地，是我国旅游业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先

行示范区。一直以来，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在我国旅游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旅游总收入和接待总人次分别由2000 年的 3438 亿

元、4.925 亿人次增长到 2017 年的 77058 亿元和 68.088 亿人次，年均分别增长 20.07%和 16.71%。同时，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

系统发展迅速，高速公路里程由 2000 年的 5746km 增长至 2017 年的 53632km，年均增长 14.04%；研究区内拥有沪昆、沪蓉、京

沪、京广等多条高速铁路，2017 年底高铁里程约达 7891km；区内共开通民航机场 80 余座，约占全国民用机场总数的 38%以上

（图 1）。 

1.2 研究方法 

1.2.1 主成分分析法（P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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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法能够将诸多繁杂且具有相关性的指标转换为相互独立的集成性指标，保证原始信息丢失最少，且避免了人为

干扰带来的误差[17]。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 130 个单元快速交通优势度进行测算。主成分分析法具体步骤参见相

关文献
[18]
。此外，为避免部分单元快速交通得分为负值现象，本文采用 Logistic模式对各单元快速交通优势度评分进行非负标

准化转换，其具体公式参见相关文献[19]。 

 

图 1长江经济带区位图 

1.2.2 双变量 LISA 模型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能够揭示两种地理要素的空间关联和依赖特征，具有较高适用性和有效性[20]。本文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

关（Bivariate Moran's I）判定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生产率的空间关联特征。其计算公式见相关文献[22]。 

1.2.3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 

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能够兼顾区域自身的固有属性及其空间联系，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地理要素溢出的研究当中[22]。空间面板

杜宾模型充分考虑了研究变量的空间关联特征，能够通过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实现对地理要素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假设快速交

通优势度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存在空间溢出影响，其模型构建如下： 

 

式中：yit和 xit分别为 i单元的旅游生产率和快速交通优势度；ρ、γ 和 α 分别为旅游生产率、快速交通优势度和空间溢

出系数；wij为基于地理距离倒数 130×130 空间权重矩阵；yjt表示 j 单元的旅游生产率；wij×yjt为空间滞后旅游生产率；μ 和

υt分别表示空间和时期效应；εit为服从独立分布的扰动项。此外，借鉴 Lesage 等的研究
[23]

，采用偏微分方法将空间效应的弹

性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和间接效应（Indirect Effect）。 

1.3 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1.3.1 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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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城市旅游生产率。旅游生产率（Tourism Productivity,TP）是地区旅游业一定时期内实现营业收入与其劳动投入量的比

值，是考核区域旅游企业经济活动技术、管理、效率及其员工素质的综合性指标[24]。在优质旅游发展时代要求下，城市旅游规模

应与生产效率并重。参考胡玉坤
[25]
的研究，本文将 i城市旅游营业总收入与旅游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来表征城市旅游生产率。由

于大多数城市并未直接对景区从业人员、旅行社从业人员数量进行官方统计，本文选用直接从事旅游活动的住宿业与餐饮业从

业人员之和表征旅游从业人员。 

②快速交通优势度。交通设施是一种网络型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点—线—面”特征。它通过各个交通节点要素的构成比

例优化而得以整体完善。在区域范围内，随着节点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将形成网络结构，网络中任意两点之间交通线路的改善或

新建能影响交通线路辐射的腹地范围，也会影响交通网络中的其它线路走向，进而对本地及周边地区旅游产业产生联动效应。快

速交通系统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特殊形式，具有快速性、安全性与便捷性等特点，其“时空压缩与空间组织协同”效应能够对游客

出游决策、目的地旅游投资规模及旅游要素配置效率产生深刻影响[26]。本文将快速交通系统定义为：由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民

航运输等组成的公共资源，为区域要素运输传导和居民出行提供交通快速、便捷、安全服务的基础设施，其优势度格局变化能够

影响旅游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成本和地区区位条件，从而促进地区的产业布局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往文献多采用交通基础设施固定资本存量
[27]
、干线网络密度

[16]
等单一维度指标表征交通基础设施（核心解释变量）。实际

中，一方面，交通系统对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存在滞后效应，以资本投资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指标将无法准确匹配当年旅游产业发

展水平；另一方面，城市旅游发展是在复合式交通服务功能集成支撑下运行，显然交通网络密度等单一性指标并不能真正表征快

速交通系统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因此，构建多维指标体系测度快速交通系统优势度，是科学验证快速交通优势度对旅游发展

影响边际效应的前提与基础。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26,28,29]，遵循全面性、综合性与动态性原则，将与交通系

统运行密切相关的“场站设施、站点等级、通行规模及快速交通干线（枢纽）影响力”纳入快速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 

1.3.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多源数据为基础，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及与当前宏观政策的衔接性，将巢湖市 2011年后的数据分别并入合肥、马鞍

山和芜湖 3 市。交通干线里程、场站类数据源自高德交通大数据、12306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https://www.12306.cn/index/）、

电子地图 POI数据、极品时刻表、路路通时刻表、盛名时刻表、各年份《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和《中国交通地图册》。其

中，本文高速铁路包括设计开行 250km/h（含预留）及以上动车组列车和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 200km/h的客运专线；旅游类、经

济类、客运量、飞机起降架次分别源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s://db.cei.cn/）、《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8 年）、《中

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1—2018 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4 年）、《中国铁道年鉴》（2001—2018 年）、《民

航机场生产统计公报》（2000—2017 年）以及长江经济带 130 个研究单元历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部分缺失

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2 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空间关系检验 

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空间关系检验，是科学探索前者对后者影响效应的前提。为验证快速交通与旅游生产率的空间

自相关特征，采用 OpenGeoDa 软件单变量 Moran'sI 值和双变量 LISA 模块分别测算二者各自空间关联模式以及双变量空间关联

模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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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与旅游生产率的全局 Moran's I 值 

总体上，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均呈现空间依赖特征，双变量 Moran'sI值显示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相互依附性。具

体看：①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单变量全局 Moran'sI 值均呈现总体增长态势，表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均为空间集聚模式。

②为考察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是否存在双变量空间相关性，采用 Open GeoDa软件进一步对快速交通优势度与城市旅游生

产率空间自相关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双变量Moran'sI值均为正，且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说明二者

空间正相关性显著，快速交通优势度高（低）类型区与城市旅游生产率高（低）类型区邻近分布，考量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优势

度与城市旅游生产率空间关系时，不能忽略空间效应的存在。 

3 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3.1 影响变量选择 

城市旅游生产率是旅游要素投入与其效益比率关系的体现与表征。城市旅游生产率增长不仅与快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密切

相关，与其他因素的关系也不可忽视。依据上文理论分析，在梳理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文献
[6,30,31,32]

基础上，选取城市旅游生产率

（lnTP）为被解释变量，将快速交通优势度（lntraffic）设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选取经济发展、旅游资源、产业集聚、信息化、

对外开放度作为空间杜宾模型的控制变量。 

3.2 模型检验与识别 

验证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空间效应的前提是对空间计量模型优选。采用 Stata14.0 软件对长江经济带及其三大

区域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首先，在选择模型前，需通过 LM 和 RobustLM 进行 SEM 和 SLM 筛选。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

生产率（TP）影响模型中的 LM-lag、RobustLM-lag、LM-error 和 RobustLM-error 均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江经济带快

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空间依赖性既存在空间滞后项又存在空间误差项。其次，通过 Walds 和 LR检验来判断 SDM 是否可退

化为 SEM 和 SLM。城市旅游生产效率的Walds 和 LR 检验结果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即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

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 SPDM模型不可退化为SLM 或 SEM。第三，通过 Hausman 检验来判定选择 SPDM模型中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

应。Hausman检验结果均通过了 1%显著性检验，所以确定 SPDM 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最后，SPDM 模型中无固定效应和空间固定效

应的优选
[31]

。由于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与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且城市旅游生产率空间固定效应SP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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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 Log-L 和 Adj.R2均大于无固定效应，最终确定空间固定效应 SPDM模型作为解释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

响的最优模型。采用同样方法，确定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最优模型为随机时间固定 SPDM，中游和下游地区的最佳模型为个体时

空双固定 SPDM。 

3.3 快速交通及各控制变量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分析 

为考察长江经济带及其三大区域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率影响的边际效应，参照Lesage 等的做法[23]，采用Stata14.0 软件将

各变量对旅游生产率影响的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可知，长江经济带及三大区域城市旅游生产率空间溢出系数ρ均

显著为正，表明在快速交通及各控制变量影响下，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生产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城市旅游生产率能够

对周边城市旅游发展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 

3.3.1 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优势度（lntraffic）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存在正向直接效应（0.2193）和空间溢出效应（0.1182），均通

过 1%显著水平检验，表明本地快速交通优势度每提升 1%，将分别带动本地和周边城市旅游生产率增长 0.2193%和 0.1182%，直

接效应系数大于溢出效应，说明本地快速交通设施完善是提升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关键。长江经济带拥有上海、南京、杭州、合肥、

武汉、成都、贵阳、重庆、昆明等不同等级的快速交通枢纽，京九、京沪、京广等高速铁路干线与沪昆、沪蓉、杭瑞等高速公路

交通轴线纵横交汇，加之其航空网络对区域旅游发展的跨界空间服务价值逐渐得以彰显。从本质上来讲，一方面，快速交通系统

的“弱空间、去地理”功能解构并重塑了城市旅游要素配置方式，优化了城市间旅游场强网络联系模式；另一方面，快速交通借

助其网络性与外部性特征，通过集聚与扩散机制加速资源要素流空间传导与配置，促使快速交通跨区域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旅

游生产率提升产生不竭动力。 

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边际效应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级差化递减特征，这与中国“西高东低，三级阶梯

分布”的地形地势特征、“东密西疏”交通网络格局和“东强西弱”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江经济带

覆盖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区域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基础设施等往往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导致快速交通对各区

域相对竞争优势的贡献效应不尽相同。比如，随着部分核心旅游城市交通优势度的极化发展，边缘城市的旅游业发展可能进一步

被边缘化，已有研究表明快速交通系统的集聚效应大于其扩散效应，使得更多的要素流向了中心城市或发达区域，从而抑制了中

小城市旅游业发展[33,34]，这也印证了上文“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级差化递减特征”的结

论。快速交通开通可能在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内部以及经济带内部不同发达程度的区域之间存在“虹吸”效应，这主要由于欠

发达地区旅游服务配套设施较差，快速交通的开通可能对以上地区旅游交通衔接能力、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以及相应的配套服务

设施体系等带来严峻考验[14]，快速交通开通暂时无法发挥欠发达地区旅游资源的比较优势，也难以给当地旅游业带来实质性的

效益，从而易使其陷入“过道效应”[33]。 

3.3.2 各控制变量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①经济发展（lngdp）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每提升 1%，将会促进

本地与邻近城市旅游生产率相应增长 0.1866%和 0.0886%。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系数均为

正，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系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上游地区溢出效应系数不显著。 

②旅游资源禀赋（lnres）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旅游资源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促进本

地城市旅游生产率增长 0.3556%。旅游资源是旅游目的地品牌形象塑造的基底与载体，旅游资源等级、原生规模与组合形态能够

影响到旅游客流集聚和消费规模。2017 年底，长江经济带 5A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分别占全国总量的45.6%和 44.0%，

旅游资源组合形态优良，旅游产品品牌效应与旅游形象逐渐确立。旅游资源的空间溢出效应系数显著为负值（-0.1764），表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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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旅游资源丰富将会对周边城市旅游业发展产生空间竞争与屏蔽效应。三大区域旅游资源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均

显著为正，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这与长江经济带整体的间接效应测算结果一致。 

③旅游产业集聚（lnagg）对长江经济带旅游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0.7632）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0.0407）。依

据空间相互作用竞争理论，本地旅游产业集聚将对周边地区旅游要素产生虹吸或极化效应，尤其是在快速交通集聚机制影响下，

城市旅游发达区将攫取欠发达区旅游要素与发展机会。上游旅游产业集聚对本地旅游生产率的影响呈现负向效应，而中下游地

区呈现正向效应。单就上游地区而言，其旅游基础相对薄弱，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往往需要兼顾大量餐饮酒店、旅游地产及旅游交

通设施建设等的完善，这类设施由于具有投资额度大、回报率低且回报周期长等特点，往往难以吸引大规模旅游资本和人才的集

聚[35]。 

④信息化（lninfor）对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0.3887）与空间溢出效应（0.1308）。信息化

每提升 1%，将会带动本地与周边地区城市旅游生产率相应增长 0.3887%和 0.1308%。一方面，旅游信息化技术革新通过数据的整

合共享、交叉利用，形成智力资源和知识服务能力，促进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旅游企业信息资源共享，降低了

信息传输成本，提升旅游企业生产效率。分区域看，上、中、下游地区信息化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直接效应系数均通过 1%的显

著水平检验，但中、下游地区直接效应系数为正，上游为负值，表明现阶段上游地区信息化设施并未真正促进城市旅游生产效率

提升。 

⑤对外开放度（lnopen）对长江经济带旅游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其每提升 1%，将分别带动

本地和周边地区旅游生产率增长 0.0351%和 0.0101%，表明对外联系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样适用长江经济带城市旅游业发

展。分区域看，下游、中游地区对外开放度对旅游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上游地区为正值但不显著，这

表明在不同区域地带内，对外开放度对城市旅游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存在差异。 

快速交通系统在区域旅游中担任旅游要素流动通道和传导润滑剂的角色，交通基础设施通过其通达性和网络性提升，促进

区域旅游生产要素的流动与积累，引致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改变与优化，促进旅游效率增长。旅游要素积累与影响旅游要素集聚的

其它外部变量如资源禀赋、经济环境等组成驱动旅游生产率提升的内外部作用机制。结合快速交通功能属性、性质内涵及各因素

空间传导作用机制对旅游生产率空间效应的影响强度与作用路径，总结提炼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率影响的驱动机理。即快速交

通系统通过对旅游要素的集聚扩散、调整重构、传导配置与整合优化加速城市（区域）间旅游资源要素集合流动与交换，弥补各

自旅游要素供给结构不足，进而促进城市旅游发展“量与质”的同步演进。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机制下，城市旅游生产率与旅游

经济规模层级提升逐渐形成区域自身旅游要素累积优势，并通过“反哺效应”促进快速交通结构优化与服务能级提升。正是在

快速交通系统、城市旅游系统各自调整及二者耦合协调过程中，形成快速交通与旅游生产率的“链条式”循环（图3）。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综合采用主成分法、双变量LISA 模型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究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

的影响效应及机理。在“交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快速交通与旅游生产率的空间关系、验证前者对后者影响的边际效应

及机理，对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指导与实现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系统建设，以及旅游业优质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主要结论如下： 

①2000—2017 年，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生产率双变量 Moran'sI值均为正，且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表明快速

交通与旅游生产率空间依赖特征显著，快速交通高（低）类型区与城市旅游生产率高（低）类型区邻近分布，长江经济带旅游生

产率对快速交通具有较强依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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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旅游生产率高值区邻近彼此受益；分区域影响效应呈现“下

游>中游>上游”的级差化递减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城市群）旅游资源赋存、经济实力和快速交通基础

设施优势度等差异较大，导致快速交通对各区域相对竞争优势的影响不尽相同，快速交通对旅游业发展可能存在“虹吸效应”

与“过道效应”，外缘地带或欠发达区的旅游业发展可能进一步被边缘化。 

③各控制变量对旅游生产率存在着不同作用路径与影响强度。经济发展是促进本地和邻近城市旅游发展的根本动力；旅游

资源和产业集聚主要通过集聚经济与规模效应对本地旅游发展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而此二因素对周边地区旅游生产率呈现“外

部不经济性”；信息化是推动城市旅游智慧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对外联系度通过经验示范与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城市旅游创新发

展。 

 

图 3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城市旅游生产率影响的驱动机理 

4.2 讨论 

本文佐证了快速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生产率的积极影响，提供了关于交通—旅游生产率空间关系的证据，完善并丰富了关

于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率空间效应的研究内容及方法体系。有学者指出：“快速交通发展并非总对区域旅游业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33]。本文认为，一方面，快速交通站点（场站）的选址和线路规划并非随机选取，其线路的规划需要对沿线城市的经济条件、

建造成本、城市功能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33]。显然，快速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并不是完全围绕旅游业发展展开；另一方面，以往研

究选取对象时难免存在研究空间尺度大小相异和研究时间期限长短不一等问题，并且研究模型选取及变量设定差异、复合数据

难以剥离、数据缺乏明确的经济学含义，加之不同地区间的旅游资源赋存、经济发达程度和交通设施完善度等方面差异往往较

大，这均使得基于“个案”分析所得的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其研究得出“快速交通发展并非总对区域旅游业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的结论便不足为奇。总之，学术界关于快速交通的旅游发展效应尚无定论，不同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选取，以及研究模型

和变量设定差异的情况下研究交通与旅游的关系，其研究结论出现不尽相同的现象并不奇怪。快速交通对旅游业发展是否具有

积极影响还要取决于城市旅游战略定位、等级旅游资源禀赋及开发潜力、旅游接待基础设施、城市旅游吸引力、城市经济发达程

度以及区域综合交通规划等诸多因素的变化。 

本文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快速交通对旅游生产率存在显著溢出效应，尤其是长江经济带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区域，

有必要继续以快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科学统筹规划、梯度推进，积极推动跨区域重大快速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注重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与民航机场有效接驳，提升场站设施服务功能或枢纽的中转与集散能力，着力构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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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区域旅游中心城市、特色旅游目的地（景区）的快速便捷；同时，发展数字交通与智慧旅游，推进大数据赋能长江经济带“交

旅”融合发展。另外，为进一步缓解“虹吸”效应影响下长江经济带中心旅游地与外缘地带旅游发展的两极分化程度。一方面，

未来边缘性城市应明确城市旅游发展战略定位，寻求与旅游发达城市产业定位的错位发展，力求城市、城市群及区域间的旅游业

形成互补合作，避免同质化竞争现象；另一方面，应充分抓住快速交通开通带来的要素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旅游区位提升等发

展机遇，做好旅游产业配套设施、旅游投融资、旅游业态创新、人力资源等供给侧要素的重组与改良，同时，给予旅游生产率较

低地区税收、投资、人才引入等优惠政策扶持，从而缓解“虹吸”效应影响下中心旅游地与外缘地带旅游发展的两极分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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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体看，研究单元包括上海市、重庆市 2个直辖市，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贵州省 6 个地级市和 3 个自治州，云南省 8 个

地级市和 8个自治州，湖北省 12个地级市、1个自治州、3个省直管县级市和 1个林区，湖南省 13个地级市和 1个自治州，江

苏省 13个地级市，江西省11个地级市，浙江省11个地级市，四川省 18个地级市和 3个自治州，共计 130个研究单元。 


